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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地关系与政府机构改革

———基于中国地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
刘　 鹏　 马　 亮　 刘志鹏

【摘要】目前学术界从央地关系的视角认为政策执行偏差主要来自于纵向的
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偏好。论文聚焦于影响地方政府开展机构改革速度的因素，
基于对２０１３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通过观察分析全国
３３３个地级行政单位是否依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改革，对改革进度的影响
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说明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
因素。研究发现：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多的特定政策领域的负面事件、较
低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早的上一轮改革完成时间、周围城市较早的完成和
省级改革的较早完成有助于当地加快改革进度，也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对中央
政府的依从性。基于此，论文认为我国当前中央通过人事、财政等权力对地方
控制的基本情况没有变化，但是地方自身偏好成为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偏差的
因素。此外地方政府积极保持正面形象、消除负面影响的努力也会影响到机构
改革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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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权力的运行和配置一直以来是政治社会学所研究的重大问题（毛寿龙，
２００７），而这其中，权力的纵向配置关乎到地方贯彻中央意志的程度，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中央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诸如在食品安全领域，为提高我国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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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水平，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开展了多轮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虽然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央的政策目标很难完全实现，地方对于中央的改革要求
并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除去政策效果外，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在于改革进度的
执行上。食品监管体制改革是由中央主导推动的，可以看作是中央向地方推动
的一项政策，因此，本研究以２０１３年食品监管机构改革为切入口，以全国３３３
个地级行政区划改革进度与中央要求的差异为观察对象，关注于在央地关系背
景下，中央政策在地方执行出现偏差的原因分析。
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４月，随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建成立和《国务院

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
发布，新一轮食品监管体制改革正式开始。根据《意见》要求，本轮地方食品
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将原来分散在工商、质检等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
能进行整合，统一由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对食品安全的各个环节和全周
期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将原有的垂直管理体制改为由地方政府负总责，全面承
担起地方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

根据《意见》要求，省、市、县三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改革工作，原
则上分别于２０１３年上半年、９月底和年底前完成（国务院，２０１３）。但是，各
地区公布“三定”方案的时间参差不齐，有些地方改革严格按照中央要求的时
间完成，而有些地方改革迟迟难以推进。总体来说，按照中央要求按时完成改
革的地区并不多，是否说明地方政府对中央的依从性下降了？地方对于中央政
策的执行偏差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进行讨论，这可以作为一个观察我
国当前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切入点。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央政策在地方执行出现偏差的原因分析研究是十分丰富
的，而相关的原因分析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角度：一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划
分的角度，即行政体制本身角度；另一个则是政策执行主体情况，即地方偏好
与中央政策博弈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地方分权对地方政策执行偏差的影响分析综述

早期的研究认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改革开始，中央不断向地方分权，导
致了地方自主性增强，对中央的依从性逐渐下降，因此地方对于中央所制定的
政策进行或明或暗的抵制或变通执行。特别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这一趋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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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成为了开展分税制改革的动因（Ｓｈｉｒｋ，１９９３；胡鞍钢、王绍光，１９９３；
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４；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李芝兰（Ｌｉｎｄａ Ｃｈｅｌａｎ Ｌｉ）（Ｌｉ，２０１０）
在回顾新中国６０年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及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时指出，中央和
地方的关系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可以从国家建设、行政效率、官员晋升和外部因
素等方面探究，而新世纪以来的政策执行偏差依旧说明现在地方对于中央的依
从性依旧较低，应当努力寻找中央和地方共治的手段。马雅燕（Ｄａｐｈｎｅ Ｎｇａｒ －
ｙｉｎ Ｍａｈ）和希尔斯（Ｐｅｔｅｒ Ｈｉｌｌｓ）（Ｍａｈ ＆ Ｈｉｌｌｓ，２０１４）从风能发电的定价机制
为切入点，观察了６０年来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认为中央的过度集权会导致地
方的抵制，原因在于地方的利益、需求和机会没有被考虑，说明地方对于自身
利益的考虑优于对中央的依从，体现了分权的趋势。

但是这一观点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目前虽然在纵向权
力配置上开展了分权改革，但是中央依旧可以掌握主动权，甚至可以重新进行
集权，减弱地方的自主性（Ｔｓｕｉ ＆ Ｗａｎｇ，２００８）。即便是不进行重新集权，在
现有的行政体制下，中央可以通过控制官员晋升的方式影响地方政策的执行，
推进政策执行（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６；杨光斌，２００７；Ｓｈｉ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杨光斌
（Ｙａｎｇ，２０１４）总结了当前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认为，总体来说，我国是
一个统一的单一制政体，并通过党管干部和强大的行政力量，促进政策的执行。
同时也建立一些行政垂直管理体制，并在财政上实行“联邦主义”。这是对我国
现行中央和地方关系最具有代表性的结论。此外，还有些研究认为这种体制不
但没有阻碍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执行，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政策的垂直扩散
和模仿（ＯＥＣＤ，２００５；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而曹正汉和周杰（２０１３）则明确
指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分权的主要目的是分散中央政府对于食品安全风
险的承担责任，和政策执行并没有关系。

此外，还有一批学者从政策扩散的角度对地方政策执行进行了分析。杨静
文（２００６）认为政务中心这一创新形式在中国的扩散符合“Ｓ型曲线”。同样研
究政务中心这一新的政府形式的卓越和陈诚（２０１５）则指出制度环境对创新扩
散影响较大，同时这一扩散呈现出一种阶梯形的状态。而简旭伸（Ｓｈｉｕｈ － Ｓｈｅｎ
Ｃｈｉｅｎ）指出经济开发区的同构主要因为由上自下的激励和同级政府间的学习
（Ｃｈｉｅｎ，２００８）。从土地储备制度的角度来看，来自于上级的偏好、同级的竞争
压力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都成为促进同级政府间进行创新扩散的原因（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２）。马亮通过分析政务微博这一政府信息发布工具的创新，认为政府之间的
竞争是推动政务微博扩散的主要原因。同时，财政支持、ＩＴ技术、城市经济发
展水平、人口数都会影响创新扩散（Ｍａ，２０１４）。此外，相关中国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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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地方政府间扩散的背后主要驱动力是争取劳动力、资金等相关资源要素，
吸引上级政府的关注和经济主体的活动，同时还包括对本地区官员晋升的影响
（Ｏａｔｅｓ，１９９９）。然而，政府创新扩散的内容由项目、服务、政策和制度四个方
面组成，而上述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具体的项目、工具、政策等，少有对
政府机构本身改革创新的实证研究。由于机构改革更加复杂，原先适用于工具、
政策等创新的影响因素可能并不能解释机构创新扩散。

（二）地方偏好对地方政策执行偏差的影响分析综述

还有一些学者则是从地方偏好的角度来观察地方政策执行偏差的影响，他
们的主要观点是地方的偏好优于中央的政策执行。有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同一
时间面临多项任务选择，特别是有很多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政策，需要平衡执行，
因此对于政策议程就需要重新设立（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Ｔｓｕｉ ＆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４）。同时地方政府更愿意执行那些可以被度量的、执行效果可见的、十分重
要且执行较方便的政策（Ｅｄｉｎ，１９９８；Ｃａｉ，２００４；周黎安，２００４）。

此外，与官员晋升直接相关的政策较易被执行，这其实体现的还是中央通
过控制官员晋升强化地方对中央的依从性（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１），就这
一观点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央可以控制官员晋升，但是政策的执行依然有赖于
官员自身的政策执行能力和地方资源，存在选择性执行的情况（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
１９９９；Ｃｈｕｎｇ，２０００）。此外，就具体的地方偏好来说，经济利益的考虑还是最
主要的。柯珍雅（Ｇｅｎｉａ Ｋｏｓｔｋａ）和霍布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 Ｈｏｂｂｓ）（Ｋｏｓｔｋａ ＆
Ｈｏｂｂｓ，２０１２）的研究就说明在中国山西省，地方政府保护地方煤炭企业，特别
是地方所属的企业的动机是很强烈的，会最终影响到对中央政策的执行。

（三）影响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遵从速度的因素与假设提出

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时也是一种政策，因此有些学者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探
究改革进程的影响因素。李文钊（２００３）在回顾政策执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三
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问题的难易程度；二是法令控制政策执行过程的能力；
三是影响政策执行的政治因素。张为波和王莉（２００５）则将可能的影响因素分
为主观和客观两类，其中主观因素包含执行者的认知缺陷、自身素质不高，公
共政策合法性合理性不足、明晰度不高等；客观因素包含现有体制的缺陷、执
行环境复杂多样、资源不足等。这些因素都十分详细，但缺乏更加宏观的理论
框架。

制度理论则为研究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改革可以被视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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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制度变化为另一种制度的过程，通过制度的重新安排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即制度变迁（Ｄａｖｉｓ ＆ Ｎｏｒｔｈ，１９７１）。因此，结合机构改革影响
因素的文献，我们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个角度提出本文假设。
１ ． 食品安全体制改革的制度需求假设
假设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食品监管体制改革会更快。
学者基于对由“市管县”向“省直管县”体制转变观察认为，影响这一改

革的主要因素为改革地区的经济规模，认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容易开展改革（翟
校义，２０１３；Ｌｉ ＆ Ｗｕ，２０１４）。具体到食品安全领域，我们可以假设：某地的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民希望获得高价值的安全食品的要求也就越高，改革的
动力也就越大，从而可以更快地完成改革。

假设２：食品市场的相对规模越大，食品监管体制改革会更快。
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不完全充分，政府机构依然干预地方的经济发

展，当一个地区相关市场监管机构发展变化的时候，必然会对相关的产业带来
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本研究假设当某地与食品相关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越高时，其地位便越加重要，改革带来的收益可能会更大，因此政府对推进
食品安全体制改革更充满动力。

假设３：食品安全负面事件越多，食品监管体制改革会更快。
改革不能忽视外部环境的要求，组织面临着的制度环境是指一个组织所处

的法制环境、文化期待、社会规范和观念制度的集合，需要获得“合法性”，回
应民众的期待（Ｈａｌｌ ＆ Ｔａｌｏｒ，１９９６）。通过研究中国相关其他领域的改革表明，
公众的期待确实会影响到改革的进程和措施（Ｂｏｗ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在中国，监管领域的“合法性”往往来自于突发的负面事件，引发社
会的广泛关注和完善的诉求，打开了政策窗口。如在食品安全领域，当某地发
生食品安全丑闻，特别是全国性的安全事件，监管机构为了取得“合法性”，会
加速推动改革，体现自身的回应性。

假设４：少数民族占人口比重越高，食品监管体制改革会更快。
由于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方面的差异，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与汉

族存在很大差异，他们对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均有着特殊的需求。另一方面，由
于自然、地理条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与国内其
他地区存在一定的不同。因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带来的民族聚居现状
对食品安全有相当程度的关注，对监管体制改革也会有一定影响。少数民族的
影响也应该被纳入食品安全改革进度的因素中。

８２

◆专栏：监管改革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２ ． 食品安全体制改革的制度供给假设
假设５：历史上改革较早完成，本轮食品监管体制改革会更快。
政府改革需要考虑到历史因素，过去开展的改革方式、内容、进度等会对

现实的改革产生一定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在过去制度环境塑造下的组织和组
织行政方式会对后来的组织相关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即历史传统（Ｈａｎｃｈｅｒ ＆
Ｍｏｒａｎ，１９８９）所带来的历史路径依赖效应。通过历史的比较分析，对比我国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８年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认为该领域的传统结构、知识等会影响
到改革的进度（Ｌａｎ，２０００）。因此，本研究假设上一轮改革越早顺利完成，本
轮改革也有可能按时完成。

假设６：监管机构获得资源投入较多，食品监管体制改革会更快。
政府改革涉及到利益的整合和重组，必然要消耗大量的财政资源。任何一

个组织只有获得必要的资源才能生存，组织改革顺利完成也需要相关的财政资
源作为支撑。通过对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的观察来探究行政机构改革进展不同
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改革可调动的资源变少会迟滞改革进程（Ｃｉｅｒｃｏ，
２０１３）。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可以想象到的是机构本身会承担高
昂的成本，监管机构只有获得充足的资源，才有可能缩短改革的时间。

假设７：周边地区改革较快完成的，食品监管体制改革进度会更快。
当一个地区较早地开展改革，树立了改革样本，会加速周边的改革进程

（Ｅｌｂａｓａｎｉ，２００９）。这是一种政策扩散现象，即在一个时间或地点存在的政策、
行政管理措施或机构被用于在另一个时间或地点来发展有关政策的知识、行政
管理措施和机构（Ｃｏｌｉｎ ＆ Ｇｒａｈａｍ，１９９５）。而邻近地区改革的缓慢会加剧本地
利益集团的保守倾向，导致改革迟缓（Ｖｅｒｈｅｉｊｅｎ，２００３）。需要指出的是，在这
一过程中，政策的扩散并不是完全的照搬照抄，而是有针对性、有选择性的扩
散，它需要在政策目标等８个方面进行适配（Ｄｏｌｏｗｉｔｚ ＆ Ｍａｒｓｈ，１９９６）。因此政
策扩散效应的影响效果可能有限。此外，政策扩散也存在负面作用。

假设８：省级改革较快完成的，食品监管体制改革进度会更快。
我国在１９７８年开始的相关的分权改革并没有改变我国单一制国家的性质

（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６；Ｙａｎｇ，２０１４；柯学民、刘小魏，２０１４）。如前所述，通过“压
力型体制”，层层分解任务指标，持续推动改革。因此，改革的进度和力度也有
可能受到这一体制的影响，即上一级改革的进度会对下一级的进度造成影响，
如省级改革按时完成会对下一级改革的按时完成通过官员激励晋升带来促进
作用。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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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与方法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次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从上至下在地方上涉及到省、地、县三级行政
层级，本研究一方面为获得更为丰富的数据，另一方面有需要兼顾到数据的可
获取性，最终决定采用地级行政单位作为观察对象，进行统计分析。我们之所
以不选择省级政府作为研究分析单位的理由，一方面省级政府跟中央政府直接
对应，政策执行偏差（也就是本文中所提到的改革完成时间表）的相对较小，
区分度不够；另一方面如果要开展定量研究，省级政府的观察值样本十分有限，
难以形成具有显著性的回归统计结果。此外，我们所有提到的政策标准来自
《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而这个文件里
也直接提出了对地级市完成机构改革进展的时间要求，因此可以被视为中央对
地级市的直接政策要求。本研究的最终样本集合为全部３３３个地级行政单位，
其中已公开公布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三定”方案①的有２８７个地级行政单位②。
相关数据均为根据国家要求的改革起始的２０１３年，其数据来源于公开的普查数
据，相关行业统计年鉴、公报、已公开的“三定”方案及相关政府文件。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论文中所依据的政策标准来自《国务院关于地方改
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而这个文件并不是食药总局发布
的，而是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的，因此其改革的进展要求是国务院提出的，所以
这里的中央并不是指国家食药总局，而是指国务院。

（二）变量测量

１ ． 因变量
改革进度是指改革是否按照既定的时间顺利完成，即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地级改

革是否能够按照《意见》的要求基本于２０１３年９月完成。这一点本文用较为方便获
取的各地级行政单位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三定”方案的出台时间来衡量。
２ ． 自变量
（１）经济发展水平。本研究采用当地２０１３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于衡量当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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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方案指相关机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
本研究对样本的观察截止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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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经济发展水平。数据通过当地２０１４年统计年鉴获得。（２）相对市场规模。选
取农林牧副渔和限额以上餐饮业为食品相关行业，用食品相关行业的产值占当
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测量。数据通过当地２０１４年统计年鉴获得。
（３）负面事件。指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３年当地发生的食品负面事件，以被新华社、
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三大国家级主流媒体转载、刊登的食品安全丑闻为准。
（４）民族因素。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的各
地市数据。（５）历史改革。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上一轮改革始于２００８年。数
据通过当地上一轮改革的“三定”方案获得。（６）资源投入。本部分数据是当
地食品安全监管机构２０１３年部门决算中收入部分。（７）政策扩散。同省地理接
壤的邻市是否按时完成改革。（８）省级压力。所属的省级行政单位完成改革的
时间。
３ ．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变量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进度的影响，本研究设计了如

下控制变量：
（１）城市级别。虽然本文已经明确研究对象为地级行政单位，但是在我国

的实践中，这些行政单位又被划分为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以及
普通地级市（盟）。① 他们所拥有的行政资源、权力和受重视程度显然是不同
的，因此其推进改革速度也可能会产生差异，需要对其进行控制。

（２）城市所在区域。根据一般做法，本文以中部地区为参照设置东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两个虚拟变量。
４ ． 数据基本情况
对数据情况的基本描述性分析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基本信息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实际完成改革时间和预定时间的差距
（月）

　 　 ８ ２７ 　 　 ６ ５８ 　 ０ 　 ２４

自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元） ４５ ６５４ ４２ ３３ ８０７ ５３ ８ １４１ ８３ ３２２ ４１９ ７５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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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相对市场规模（％） ２０ ３２ １２ ３ ０ ６９ ６４ ９６

负面事件 ０ １４ ０ ５ ０ ３

民族因素（％） １５ ７０ ２５ ９４ ０ ０１ ９７ ８３

上一轮改革完成的时间（１ ＝ ２００８年，
２ ＝ ２００９ 年，３ ＝ ２０１０ 年，４ ＝ ２０１１
年，５ ＝ ２０１２年）

３ ０２ ０ ７３ １ ５

资源投入（万元） １ ６９３ ６１ ２ ８４３ ３７ ９９ ０１ ２４ ９３４ ５１

政策扩散（相邻地级单位按时完成改
革比例）（％）

６ ３１ ２１ ６０ ０ １００ ００

省级压力（省级实际完成改革时间和
预定时间的差距（月）

３ １ ２ ６１ ０ １１

控制变量
城市级别（１ ＝普通地级行政单位，２
＝省会城市，３ ＝计划单列市，４ ＝副
省级城市）

１ １９ ０ ６５ １ ４

是否在东部地区（１ ＝是，０ ＝否） ０ ４６ ０ ４９９ ０ １

是否在西部地区（１ ＝是，０ ＝否） ０ ３５ ０ ４７７ ０ １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整理。

在已经公布“三定”方案的２８７个地级行政单位中，按时完成的有２０个，
占已公布总数的６ ９７％。

需要指出的是，为便于计算，本研究对数据采用最常用的ｚ － ｓｃｏｒｅ标准化处
理，处理公式如下：

Ｘ ＝ Ｘ － μ
σ

以下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将基于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

２３

◆专栏：监管改革

（续上表）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图１　 各地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进度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整理。

四、模型分析与数据讨论

为了检验对我国地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进展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通
过建立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一般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本文的假设。由于因变量
“改革进度”的赋值均为非负整数，且根据数值的非正态分布，也为了便于验证
稳健性，决定同时采取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

（一）模型分析

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Ｙ ＝ α１Ｘ１ ＋ α２Ｘ２ ＋ α３Ｘ３ ＋ α４Ｘ４ ＋ α５Ｘ５ ＋ α６Ｘ６ ＋ α７Ｘ７ ＋ α８Ｘ８ ＋ α９Ｘ９ ＋ α１０ Ｘ１０

＋ ｅ

其中：Ｙ表示改革进度；自变量Ｘ１表示经济发展水平，Ｘ２ 表示相对市场规
模，Ｘ３表示负面事件，Ｘ４表示民族因素，Ｘ５表示历史影响，Ｘ６ 表示资源投入，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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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７表示政策扩散，Ｘ８表示省级压力；控制变量Ｘ９ 表示城市级别，Ｘ１０表示城市
区域。

本研究首先对自变量相关程度进行检验，采用了准确性较高的双变量相关
性（Ｐｅａｒｓｏｎ系数）分析法，在两个基本模型中对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两两组
合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分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未超过０ ７，只有行政级别和资源投
入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０ ７０６，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同时多重共线性检验显
示，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在１ ０８８到２ ２０１之间，远低于一般的警戒线１０，
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的危险。

因此，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剔除所有显著相关的变量，对模型重新修正
如下：

改革进度的模型：
Ｙ ＝ α１Ｘ１ ＋ α２Ｘ２ ＋ α３Ｘ３ ＋ α４Ｘ４ ＋ α５Ｘ５ ＋ α７Ｘ７ ＋ α８Ｘ８ ＋ α９Ｘ９ ＋ α１０Ｘ１０ ＋ ｅ （１）
Ｙ ＝ α１Ｘ１ ＋ α２Ｘ２ ＋ α３Ｘ３ ＋ α４Ｘ４ ＋ α５Ｘ５ ＋ α６Ｘ６ ＋ α７Ｘ７ ＋ α８Ｘ８ ＋ α１０Ｘ１０ ＋ ｅ （２）
以改革进度为因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市场规模、民族因素、负面

事件、资源投入、历史影响、政策扩散和省级压力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表２报告了因变量一般线性和泊松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２　 改革进度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改革进度

固定效应 Ｐｏｉｓｓｏｎ （１）
Ｍ１

ＯＬＳ （１）
Ｍ２

Ｐｏｉｓｓｏｎ （２）
Ｍ３

ＯＬＳ （２）
Ｍ４

经济发展水平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５）

０ ２３９
（０ ６４２）

０ １１１

（０ ０３２）
０ ７６３

（０ ５４１）
相对市场规模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４６
（０ ５５５）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７６
（０ ４６６）

负面事件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８）

－ ０ ３１１
（０ ３４５）

－ ０ １０２

（０ ０２６）
－ ０ ７０９

（０ ３５０）
民族因素 ０ １５１

（０ ０４８）
１ ２２６

（０ ６５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２）
０ ６１８
（０ ５２５）

历史影响 ０ １１９

（０ ０３７）
０ ６５２

（０ ４９９）
０ １１２

（０ ０２６）
０ ７３７

（０ ４２８）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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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因变量
改革进度

固定效应 Ｐｏｉｓｓｏｎ （１）
Ｍ１

ＯＬＳ （１）
Ｍ２

Ｐｏｉｓｓｏｎ （２）
Ｍ３

ＯＬＳ （２）
Ｍ４

资源投入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１）

－ ０ １２４
（０ ４２７）

政策扩散 － ０ ４９４

（０ ０７９）
－ １ ０３６

（０ ４１３）
－ ０ ６３７

（０ ０７１）
－ １ ３２６

（０ ３６３）
省级压力 ０ ５０３

（０ ０５９）
３ ７８６

（０ ８１５）
０ ２７３

（０ ０２５）
３ ０４９

（０ ４９２）
控制变量
城市级别 －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４）
－ ０ ３０７
（０ ３６９）

东部地区 － ０ １６９

（０ ０４１）
－ １ ２１９

（０ ５５７）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７）
－ １ ８７６

（０ ４５９）
西部地区 －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６）
－ ０ ５７４
（０ ５８５）

－ ０ １８９
（０ ０３３）

－ １ ４８５
（０ ５１７）

（常数） ２ ０２６

（０ ０３８）
８ ６５３

（０ ５０４）
２ ０３９

（０ ０２８）
９ ３０５

（０ ３６４）
拟合优度 ０ １９１ ０ ２７４ ０ ２２３３ ０ ３２３

Ｆ或ＬＲ ｃｈｉ２ ２７１ ９２ ６ ２３ ５５０ ３８ １２ ３９

Ｎ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７１ ２７１

注：１． 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２．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值。３． 表中值均为异方差处理后
的值。４． 所有模型均通过卡方检验，ｐ ＜ ０ 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所得。

（二）数据讨论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在模型Ｍ３和Ｍ４中，两种回归方程得出的自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对因变量“改革进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 １１１和０ ７６３，前
者在０ 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统计意义的相关，后者在０ ０５的显著性水平上相
关。由此说明，本轮食品监管体制改革的进度在经济发达地区反而会比较慢，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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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可能和经济发展与监管力度之间的关系有关。假设１对立假设成立。
第二，相对市场规模。在所有模型中，自变量“相对市场规模”对因变量

“改革进度”的回归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相对市场规模与改革进度
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由此说明，本轮食品监管体制改革的进度与当
地食品相关行业占ＧＤＰ比重高低没有明显关系。假设２不成立。

第三，特定政策领域的负面事件。在模型Ｍ３和Ｍ４中，自变量“负面事
件”对因变量“改革进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１０２、 － ０ ７０９，分别在０ ０１
和０ ０５的水平上呈统计意义的相关，说明负面食品安全丑闻的发生同改革实际
与预期迟滞时间呈负相关关系，即食品丑闻发生越多，改革进度就会越快，越
符合预期时间，以回应当地希望加强监管力量的需求。假设３得到了验证。

第四，民族因素。在模型Ｍ１、Ｍ２和Ｍ３中，自变量“民族因素”对因变量
“改革进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 １５１、１ ２２６和０ ０４９，均在０ ０１或０ ０５的
水平上呈显著相关。说明少数民族占比越高的地方，本轮体制改革进度将更慢，
体现了少数民族地区在改革上的保守态度，假设４对立假设成立。

第五，历史影响。在所有模型中，自变量“历史因素”对因变量“改革进
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 １１９、０ ６５２、０ １１２和０ ７３７，且均在０ ０１或０ ０５
的水平上呈显著相关，说明同一机构上一轮改革的完成时间与本轮改革的完成
时间呈现十分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５得到了验证。

第六，资源投入。在模型Ｍ１和Ｍ２中，自变量“资源投入”对因变量“改
革进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１９和－ ０ １２４，但是由于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因此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由此说明，本轮食品监管体制改革的进度与食
品监管受到投入的资源并没有很大关系，假设６不成立。

第七，政策扩散。在所有模型中，自变量“政策扩散”对因变量“改革进
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４９４、 － １ ０３６、 － ０ ６３７和－ １ ３２６，且均呈现统计
学意义相关，说明政策扩散效应对食品安全体制改革按时完成产生了十分明确
的影响，即周边城市较早完成改革也会带动本地尽早完成改革。假设７得到了
验证。

第八，省级压力。在所有模型中，自变量“省级压力”对因变量“改革进
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 ５０３、３ ７８６、０ ２７３和３ ０４９，且均在０ ０１水平上显
著相关，说明省级较早完成改革会推动市级较早完成。假设８得到了验证。

至于控制变量，城市级别和开展体制改革的进度没有关系，而城市的区域
所在中，东部地区的城市会更快速地开展体制改革，其解释可能和上述列表中
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市场规模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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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负面事件、民族因素、历史影响、政
策扩散和省级压力对改革进度有着重要的影响。究其原因，虽然大多数地方没
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完成改革，但并不能说明地方可以超越中央拥有很大的自主
性。我国统一的单一制政体没有发生改变，地方对于中央的依从性依旧较高。
此外，地方在一些方面也有着自己的偏好，在一定因素的作用下会形成中央政
策执行的障碍。

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多的特定政策领域的负面
事件、较低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较早的上一轮改革完成时间、周围城市较早
的完成和省级改革的较早完成有助于加快改革进度，从而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
对于实现中央关于推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时间依从度。这六个因素中的经济发展
水平、负面事件、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属于制度需求推动假设范畴，而其他三个
因素都属于制度供给的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模型，即地方政府
在实现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进展和速度方面：一方面会从自身历史负面事
件所可能引发的声誉维护的需求考虑加快推进，但同时也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
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制约；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因为省级改革和周围城市改
革的双重压力以及上一轮改革的自身惯性而加以快速推进。从具体的回归结果
来看，地级市政府推进机构改革更重要的是来自上级政府和周边地区的压力和
示范，其显著性水平更高，自身的需求偏好虽然也在其中，但只是其中的因素
之一，因此中央权威对于在政策执行中的正面效果明显比地方政府自身的偏好
因素影响更大，这也从另一个层面间接证明了我们前文的观点。

图１　 政府机构改革推进影响因素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一，我国当前的央地关系从行政体制上来说依旧是中央牢牢把握着地方
发展的主动权，并通过控制人事权，促进地方竞争，从而调动地方执行中央政

７３

◆央地关系与政府机构改革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策的积极性，这和当前对于我国纵向行政体制的研究是一致的。这一点从来自
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的压力可以看出：一是周边地区较多依从中央政府的行
为会促进当地也同样对中央政府的依从度提高。实证研究中，周边地区改革的
进度和力度会对当地的改革产生直接影响，当周边地区按照中央政府要求较快
完成改革时，无形中就会对当地政府产生压力，特别是当改革成为一项政治任
务、政治高层高度关注该领域时。在邻近地级行政单位依从中央政策的带动下，
当地也会加速推进中央的政策。二是上级政府对中央政府依从度较高的，本级
政府也会较多按时执行中央政策。实证研究中，省级食品监管体制改革的进度
会影响到市级食品监管体制改革的进度，我国当前的“压力型体制”使得指标
层层分解，控制地方核心领导干部成为中央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种主要手段
（杨光斌，２００７）。对于改革进度来说，省级改革速度较快会给地级政府带来较
大的压力，促进其快速完成改革。上级政府接受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这一压
力会通过人事调动、绩效考核等途径传递给下一级政府，促使其也遵循中央政
府的要求。

第二，地方政府的偏好会影响到本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即便中央和
上级对政策执行充满压力。本研究中，经济发展和涉及少数民族的稳定问题是
地方优先考虑的，而这两个问题的处理足以化解来自中央推行政府机构改革的
压力，一方面，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帮助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自主性。较低
的经济发展水平会使得中央关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其必须更加积极
地实行中央的政策，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减轻来自于中央给予经济指标
的压力，从而可以具有更多的自主性。此外，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较
高的地区会更倾向于放缓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进度，这和当前国家对于少数
民族问题的认识有关。少数民族问题关乎国家社会稳定，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产生了一种倾向：任何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问题都成为当地政府十分重要的议事
日程。一方面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高发频发，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因其文化的特殊性，对于食品安全有着特殊的要求。此外，
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就使得食品安全问题在部分地区、部分民族问
题会上升为政治问题，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必须高度关注，慎重决定，
这就导致少数民族占比较大的地区反而延迟了改革的进度。而如果改革会影响
到这一稳定，地方则会选择放慢改革步伐，而中央也会默许这一做法，说明中
央在机构改革和社会稳定两者中偏好后者。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政府机构作为制度的一部分，其行为还受到历史和
外界环境的影响，但归根结底都是自己理性选择的产物，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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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权力（Ｔｈｅｌｅｎ ＆ Ｓｔｅｉｎｍｏ，１９９２）。本研究中则是地方政府希望从正反两个方面
获得中央的肯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晋升机会。一方面，历史上依从中央政府
的地方政府会有“路径依赖”，继续较好地执行中央政策，以确保自身已经受到
的正面关注。实证研究中，上一轮改革的效果对本轮改革有着较强的影响力，
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研究发现，本轮改革进度较快的地区往往是在上一轮改
革中较早完成的。之前就严格按照中央政府要求按时完成改革的地区则会在本
轮改革中倾向于接受中央政府的指令，按时完成改革。另一方面，较多特定政
策领域的负面事件会使得地方政府积极寻求减少负面形象的机会。实证研究中，
食品安全丑闻的频繁发生促进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按时完成，当某地发
生了较大的食品丑闻，特别是全国性的食品丑闻，当地政府对于加强食品安全
监管的意愿便会明显上升，采取有助于加强监管的手段。同样，负面事件的频
发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就会有更多的批评，可以设置更多的压力指标，增
大地方政府的任务，这是地方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综上，通过对机构改革的观察，虽然部分地区没有按时完成改革，但是并
不能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从性下降，其主要的原因：一是人事、
财政等权力还牢牢地掌握在中央的手中，地方政府如果希望获得这些资源，就
必须较好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克服来自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的压力；二是中
央和地方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地方的偏好为中央所接受。某
一个政策的实施并不能说明中央的既有偏好发生改变，而地方则在中央的默许
下推迟改革，其实质上还是因为有和中央一致的偏好。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
现历史因素和负面事件是影响机构改革的重要因素，这两者也同样为地方政府
争取中央政府的关注提供了工具。

基于本研究，在无法改变当前我国中央地方关系的前提下，从地方政府强
化自主性的角度来看，首先要积极将自身偏好与中央政府偏好相结合，在不违
背中央政府的前提下，对于具体政策可以有不同的实施措施，如快速发展的经
济、稳定的社会可以为后续自身利益的实现提供基础；需要考虑周边地区和上
级政府是否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评估来自他们的压力。同时较少的负面
事件，也有助于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如果历史上采取了依从中央政府
的措施，要积极改变这一路径依赖，为今后强化自身自主性和争取话语权开辟
新的路径。而从中央政府提高自身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效果的角度来看，首先在
人事权和财政权两个方面需要充分掌握，即便是今后的行政体制发展中进行分
权改革也需要充分考虑人事权和财政权向下分权的后果；其次可以通过调动来
自同级横向和上级纵向的压力来促使地方实施中央政策，调动地方政府间的竞

９３

◆央地关系与政府机构改革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争；最后需要利用地方政府“一正一负”的心态，对于历史上就积极贯彻中央
政策的地方政府要进行奖励，而对于曾经发生过重大负面事件的地方政府要给
予警告，促使其按要求贯彻中央政策。总体来说，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展
现代化国家的建构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也需要地方政府发挥自
身的积极性予以配合。在权力分化的政治权力结构中，以食品安全领域为代表
的各项民生治理领域，贯彻中央意志，发挥地方积极性，两者均不可缺少，才
能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良好“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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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１）：１８ － ３１．
Ｖｅｒｈｅｉｊｅｎ，Ｔ． （２００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Ｐｉｅｒｒｅ，Ｐ． Ｅ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ｌｄｅｒ，Ａ． Ｇ． （１９９４）．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３：２９７ － ３２３．
Ｙａｎｇ，Ｇ． Ｂ． （２０１４）．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ｆｏｒｍ － Ｅｒａ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Ｋ． Ｇ． ，Ｃｈｅｎｇ，Ｌ． ＆ Ｙｕ，Ｋ． － Ｐ． Ｅｄ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ｉｏｎ：Ｂｒｏｏｋ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Ｚｈａｎｇ，Ｙ． Ｌ． （２０１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８：５０７ － ５３３．

２４

◆专栏：监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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